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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界对于 “吏治”的定义，通常有广义、狭义两个层面。广义的 “吏治”一词，指官员的选用、升黜、奖惩、监

察、考核以及吏治思想等诸多方面，延伸理解为对官员的治理。而狭义的吏治通常指官员的治绩与作风，这一词语在实际

运用中往往指向官员的行政作风的廉洁与腐败，或官场整体政治风气的治理。本文所涉及的 “吏治”同时指向了广义和狭

义两个层面，即包括了清廷对官员的治理以及清代文官群体的治绩与作风。

②　李世愉．清政府对云南的管理与控制 ［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０，（１）：２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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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云南吏治与边疆治理的互动机制研究

孙　骁，刁悦萌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清前期云南的吏治与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双向互动联系。官员群体是治理实践的关键执
行者，吏治清浊制约着边疆治理的成效；而边疆治理的现实需求与固有困境，又不断塑造着吏治制度的设计与

实践。吏治的变迁轨迹，既是边疆治理需求变化的直接映射，也是治理能效的重要标尺。清前期云南吏治的演

进与边疆的开发整合紧密交织，共同推动了云南融入 “大一统”国家体系的进程，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融合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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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治理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清前期在云南的施政举措，其成效高度依赖于对流

官群体的有效治理。因此，云南吏治①的推进，既是清廷边疆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更是保障其政策在复

杂边疆环境中推行的核心环节。清前期推进了一系列治滇政策，伴随着流官的积极参与，云南与中原在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大大加深，清廷得以有效掌控云南。而伴随着云南吏治

的逐渐废弛，清廷对西南边疆的管控和治理成效也逐步下降。清代边疆治理整体呈现出螺旋式演进的复

杂图景。

学界对此问题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围绕清代政治制度史展开，聚焦于清前期各朝具

体的治滇措施，讨论内容亦多为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相关成果大致可分为３个类别：首先是清初治滇方
面。李世愉指出，清前期对云南的管理与控制，主要是通过解决土司问题，亦即改土归流而达到目的

的。②邹建达认为，清朝统治者在总结和借鉴历代治滇思想与治策的基础上，经过不断调整、充实，逐步

形成完整的治滇治策体系，较为契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实际。③其次是官员设置问题，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

“烟瘴缺”制度与治滇政治的联系。张轲风、戴龙辉认为，“边缺”制度不仅缓解了清前期边疆 “缺官”

问题，还使得清朝边疆治理更具灵活性、时效性和延续性，是清代边疆职官制度创新和边疆治理深化的

重要体现。④最后是清代治滇策略与云南吏治变迁的关系，笔者曾就此问题进行过专文探讨，拙作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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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清廷在云南不断推行各类政策，云南与中原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当地吏治的变迁过程与清代整

体吏治史轨迹保持了一致，滇省的吏治状况在乾隆中后期已经与中原地区基本趋同。①

云南吏治的发展轨迹及其时代困境不仅是 “边疆特殊性”的表征，还是清代国家治理能力整体不断

变化的历史缩影。研究这一问题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清代西南边疆史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对理解清

代如何通过官僚体系应对普遍治理困境具有重要启示。本文尝试从 “吏治与边疆治理的互动”这一角度

对清前期云南吏治的变迁与边疆治理能力发展过程做进一步对应梳理，探索吏治与治边的双向互动关系。

一、顺康时期边疆治理需求驱动下的官员选拔与治理困境

清初对云南的治理始于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年）清军攻克昆明，这一事件标志着清廷对西南边疆的统
一战争基本完成。彼时的云南刚刚平定，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治理挑战：连年战乱致使城垣残破、经济凋

敝、人口流徙，社会秩序几近崩溃；土司势力盘踞各地，控制基层统治权；地理上山川险阻、瘴疠横行，

交通闭塞，且与缅甸、安南接壤，边防压力较大；境内汉、夷族群杂处，语言习俗迥异，部分地区社会

关系紧张。而此时清廷控制力量薄弱，行政网络稀疏，统治根基尚未深入基层与边陲。在此背景下，清

初云南吏治问题与边疆治理紧密交织，呈现出动态演进的复杂图景。

清廷当时治理云南的核心目标聚焦于３点：首要在于稳固统治，防止南明残余势力与土司勾结叛乱；
其次需重建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安定民心；第三则是逐步削弱地方势力，为清廷直接管控扫清障碍。

这些迫切需求直接塑造了选用地方官员的初始框架，但也暴露了清初边疆治理中的一系列矛盾。

清初云南边疆治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官吏的不足。洪承畴在顺治十五年 （１６５８年） 《揭陈云南设官
补用之法》中明确指出：

　　　云南幅员辽阔，土司苗蛮种类数多，接通交趾、缅国，为西南极边，当兹开拓之初，必须绥辑有
人，惠法并行，乃可致治平之效。但云南处地太远，人才仕进，万分艰难。②

洪承畴所述，是站在云南的角度向清廷解释当时云南的用人之急。其分析揭示了三大问题：其一，

“幅员辽阔”。云南地域宽广，族群众多，亟须大量有治理经验的官员对这一广大区域进行安抚及管理；

其二，“苗蛮杂处，连接他国”，云南地貌环境复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族群关系也较为敏感；

其三，“人才仕进，万分艰难”。此时云南一无可用之人，二无官员仕进渠道，选用官员异常艰难。有鉴

于上述现实问题，洪承畴向清廷提议：

　　　今云南新服通省三司，各道各府厅州县，为数甚多。实无可遍行分用职，若亲随前进云南，尚可
随地择才选用……云南抚臣就近酌量迁委，试其才力堪用，方可题请下部覆核补授，俟二三年，地方

大定之后，大小官员仍归铨选。③

为解燃眉之急，洪承畴建议打破常规，从军队随行人员中选取人才，尽快填补云南治理中的官员空缺。

次年，为解决吏部铨选不足以满足云南用人缺口的问题，清廷决定对通过吏部铨选且愿意远赴云南

的候补人员适度放宽选任条件，据 《大清会典》载：

　　　云贵地方初辟，在京候选通判、知县、佐贰等官，有愿任边疆者，不拘咨次，投供到部，给文赴
经略军前，遇缺拟补，具题到部，准其实授，吏员呈部，咨发该督抚随缺补用。④

此时段的清廷鉴于云南初定后缺员现实，以 “不拘咨次”鼓励候补官员赴滇任官。云贵初辟，候补官员

“不拘咨次”赴军前遇缺拟补，吏员亦可由督抚随缺调用。这标志着选官标准从重资历向重实效的临时转

变，“才力堪用”在这一时期成为比功名身份更重要的任职要求。

临阵选官，确实缓解了顺治初年云南无官可用的燃眉之急。但相较常规性的选官制度而言，“不拘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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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选拔出的地方官员必然存在着良莠不齐的情况，继而对地方吏治产生影响。王弘祚曾上 《滇南十义

疏》，提请清廷重视云南的吏治问题，史载：

　　　委署之宜慎重也。滇省距京甚远，法纲原疏，每每不肖有司，趋利如骛，视民如仇，小民疾痛疴
庠，置若罔闻，今数年来，一苦于苛派，再苦于抽调，翘首循良抚绥，不啻救焚拯溺，若待部选官员，

必俟经年始到，势不得不暂资委署；宜察其年力精壮，正途出身者遴选委用，任事之后，廉能者题以

实授，贪暴者立为纠参，庶官知守法而民免益深益热之嗟矣。①

从王弘祚的奏疏中能看到，他认为当时云南吏治的重点有三：

一是 “法纲原疏”。官吏乱法，苛待于民。云南地处险远，中央对云南地方的治理主要依靠派至此地

的官员，而在部分沿边地区则依靠土司与土官进行管理。长期运作之下，制度的腐朽与权力的滥用是必

然的。官吏与民众之间，存在长期矛盾。

二是 “苦于苛派”。明末战争频仍，各项征派不绝于途。沐氏及其属下利用职权在滇省大行兼并之

事。沐氏庄田遍及滇省，勋庄及各级官吏的庄田极多。② 在征派和兼并欺压之下，滇省百姓弃田逃亡，经

济与社会治安遭到严重危害。

第三，“翘首循良抚绥”。历经战乱的云南亟须一批有能力的官员来进行恢复重建。而任用官员 “循

良”与否则无法直接进行有效筛查。在滇省新复这一特殊时期，百废待兴的社会局面、“不拘咨次”的选

官标准、中央军事力量的介入、移民与土人之间的矛盾等诸多因素，都会成为影响滇省吏治清浊的潜在

诱因。唯有 “廉能”的官员，方能让百姓感知 “新朝雅正，焕然一新”。

综合洪承畴、王弘祚的判断，大致可以认为，清初云南同时面临着官员短缺和官员素质良莠不齐的

问题。洪承畴的 “就近选官”与中央的 “不拘咨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云南的用人紧缺，但这也可能

导致赴任官员素质不一，趁机牟利，继而引发王弘祚所陈述的一系列吏治问题。

此外，部分钻营者甚至将清廷在云南吏治上做出的调整当成了晋升的捷径，以边俸作为跳板，上任

不久即迁转内地。吏部尚书孙廷铨曾上奏疏说明这一问题：

　　　近年来川、湖、广西、云贵地方委用官员，因边地新开，一时乏人料理，即与题补实授，一体序
俸升转。至有俸未数月，辄得迁转内地者，是此官之与借径，而边地依然乏人。③

长此以往，云南用人紧缺问题非但不能真正得到解决，同时还会对地方吏治和治理活动产生诸多不良影

响。于是清廷在康熙二年 （１６６３年）宣布停止实施这一政策，临时选用官员赴边疆任用的特例自此告一
段落。④

而之后随着吴三桂驻藩云南，“西选”开始成为影响云南吏治生态的主要因素。⑤ 早在清军平定云南

之初，为了保障地区稳定及安抚吴三桂，世祖给予吴三桂在用人调度上的极大自由：“（顺治）十六年正

月……而诏三桂镇云南，命总管军民事。谕吏、兵二部，云南将吏听三桂黜陟。”⑥ 至圣祖继位后，吴三

桂在辖地的任官权力进一步扩大，“贵州接壤云南，皆系岩疆要地，且苗蛮杂居，与云南无二，其一切文

武官员、兵、民各项事务，俱照云南例，着平西亲王管理。”⑦ 从西选产生的契机来看，该制度表面上看

起来也是为了解决选官乏人、调度艰难问题而设置的配套制度，属于清初临时选官政策的一种延续与变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弘祚．滇南十义疏 ［Ａ］．云南史料丛刊：第８卷 ［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８５３８６．
周嘉谟．周嘉谟庄田册疏 ［Ａ］．顾炎武，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第４５册 （云贵交趾）［Ｍ］．上海：上海书

店，１９８５：６４．据载：“自 （万历）十六年来，迨兹仅二十四年，又复增加于旧。环滇封内，莫非总庄，有更仆难悉

数者。”

清世祖实录：卷１３４（顺治十七年四月乙酉）［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伊阿桑，等，纂修．（康熙）大清会典：卷８（吏部·汉缺选法）［Ｍ］．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６：８１．
赵尔巽，撰．清史稿：卷２７０（杨苏蕴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１０００１．据载：“时吴三桂镇云南，

郡县吏得自辟署，谓之 ‘西选’。”

清史稿：卷４７４（吴三桂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１２８３９．
清圣祖实录：卷７（康熙元年十二月辛酉）［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孙　骁，等：清前期云南吏治与边疆治理的互动机制研究 边疆治理研究

形。但西选却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临时选官制度，它主要是吴三桂全面掌控选官途径的直观表现。凭借

这一制度，吴三桂选拔了一批心腹担任滇省要职，据 《庭闻录》记载：

　　　三桂专制滇中十又四载，位尊权重，收招人才，树党羽，命吏不为用者，辄厄去之……云南十镇
大帅及贵州提督李本深，四川总兵吴之茂，陕西提督王辅臣辈，皆旧日部将，为之腹心。①

依靠西选制度，云南官员的升黜选拔全凭吴三桂一人决断，他借此迅速在云南构建起了权力网络。这一

现象的产生，既是对尚未建设完成的云南选官体系的冲击，亦是吴三桂对中央在云南权威的挑战。从更

加现实的层面来说，吴三桂在云南高度的权力集中以及在选人方面的随意性，势必会造成区域性的吏治

问题。② 但出于安抚吴三桂的考量，这一时期清廷虽明知西选之弊，却未做出太多的调整。直至康熙六年

（１６６７年），吴三桂自请辞去云贵两省事务，清廷才借机将文官任免的权力收归吏部。③ 之后逐步推行削藩
政策，但短短数年后三藩之乱便爆发，清廷对滇省官员选任制度的调适也随即被打断。

平定三藩后，云南选官制度的重建问题得以提上日程。清廷逐步对文武官员的任用进行调整，并对

文武官员的职缺进行了补调和完善———康熙二十一年 （１６８２年）蔡毓荣担任云南贵州总督，④ 以及康熙二
十二年 （１６８３年）云贵总督移驻云南，⑤ 可视为清廷这一时期重整云南官员体系和治理体系的两个重要标
志。此后清廷又逐步调整了滇省区划，继续推行 “撤卫并县”政策。以平三藩为界，清廷分别于康熙四

年 （１６６５年）五月⑥和康熙二十六年 （１６８７年）⑦ 在云南发起大规模 “撤卫并县”活动，取消卫所制度

影响下的云南 “军政二元体系”。行政区划趋于统一的同时，如普洱、永昌等拥有特殊地理环境的边疆地

区直接暴露在国家治理需求之下，急需中央派出官员填补卫所撤销后的权力真空，滇省在官员任用方面

再次出现空缺。

康熙三十七年 （１６９８年），云南巡抚石文晟就云南缺员问题上疏，请以粤西、南宁等地 “烟瘴缺”

为借鉴，在云南设置烟瘴缺制度，史载：

　　　云南省元江、开化、广南、广西四府烟瘴地方，请照粤西、南宁等四府保题之列，即于滇省郡县
中选择廉能素著，熟悉地方风土者调补，或于滇省应升官员内升授，并照福建、台湾例，三年内称职，

即行升擢。⑧

石文晟面对云南吏治局面提出的举措，既有对此前 “台湾例”政策的借鉴，亦有相应的改动。从具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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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刘健．庭闻录·开藩专制 ［Ａ］．云南史料丛刊：第８卷 ［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４０４４０５．
刘健．庭闻录·开藩专制 ［Ａ］．云南史料丛刊：第８卷 ［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４０４．据载：

“平西勋庄棋布，管庄员役，尽属财狼，杀人夺货，全无畏忌，讼牒、命盗两案，甲兵居其大半，有司不敢问；又勒

平民为余丁，不从，则曰 ‘是我逃人也’。”

清史稿：卷４７４（吴三桂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１２８４２．据载：“六年，三桂疏言两目昏瞀，精
力日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下部议，如各省例，归督抚管理，文吏由吏部题授。”

清史稿：卷２５６（蔡毓荣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９７８９．据载：“二十一年，（蔡毓荣）调云贵总
督。”

清史稿：卷７４（地理志二十一）［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２３２１．据载：“清初沿明制，置承宣布政使
司，为云南省，设巡抚，治云南府，并设云贵总督，两省互驻。康熙元年，改云南总督，驻曲靖。三年，裁贵州总督

并云南，驻贵阳。二十二年，移驻云南。”

倪蜕，著．滇云历年传：卷１０［Ｍ］．李埏，点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５２５．据载：“又裁操捕
都司及中屯、定雄、凤梧、安宁、宜良、通海、鹤庆、永平、定远、易门守御千总归同城州县管理。并裁曲靖、越

州、蒙化、永昌、楚雄、洱海、大罗、景东卫属千总。”

倪蜕，著．滇云历年传：卷１０［Ｍ］．李埏，点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５３９５４０．据载：“二十
六年，丁卯，总督范承勋请裁云南都使司并各卫所守备、千把、经历等，归附近州县……疏称：云南先后奉裁曲靖等

八卫、中屯等十一所归并各州县，又于康熙九年奉裁在省左、右等六卫归并都司，尚存平夷、大理、永昌、腾冲、澜

沧、景东六卫，杨林、木密、马龙、新安、姚安等五所，仍属守、千等管理。后因都司不便催征，复设左、右二卫守

备二员分管。今查军卫地方寄居各境，则裁卫所归有司……请将诸卫所全裁，其田土、军余归并各附近州县管理。”

清圣祖实录：卷１８８（康熙三十七年四月乙巳）［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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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上说，石文晟的提议亦是吏部铨选之外的特殊补充，从 “滇省郡县”中，选拔一批官吏补缺，以解边

地用人之急。而其独特之处在于，提出了具体的选官标准，并对擢升条件加以限制。候选者除 “廉能”

之外，还需熟悉风土。这与治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相符。此外，针对边疆地区，石文晟称：

　　　又鹤庆、顺宁、永昌三府，邻近蒙番，连接中甸，外逼乌斯藏之地，甚为紧要，必得壮年勤敏郡
守，庶可捍御统摄，乞简选闲员补授。五年称职，亦即升擢。①

“烟瘴缺”的设置，让撤卫并县导致云南官员紧缺的状况终于逐步得以缓解；而沿边缺的出现，则是这一

时期清廷治理范围进一步向沿边地区拓展的表现。

康熙时期，随着边疆治理的不断推进和官员选任制度的完善，云南的吏治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

也不乏一些腐败现象，这与吴三桂时期的遗留问题以及云南一体化程度的提升都有密切联系。康熙年间

发生的蔡毓荣、张霖两案，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康熙二十五年 （１６８６年），侍卫纳尔泰向内大臣汇报，蔡毓荣侵吞吴三桂家产，并曾贿赂于他。② 经
查，蔡毓荣宦滇期间除贪墨吴三桂资产以外，还有私纳吴氏为妾之举。③ 此案查实后，蔡毓荣先判斩监

候，后改流放黑龙江。圣祖在上谕中斥蔡毓荣 “恢复云南未建尺寸之功”。④ 此语虽有偏颇，但此案中蔡

毓荣私藏吴氏逆眷、贿赂高官等行为，触及中央对边疆控制权的红线，政治意义远超经济贪腐。

康熙四十四年 （１７０５年），又有云南布政使张霖贩私盐一案。此案隐约暴露出经济命脉失控之险：张
霖假旨贩私盐得银百万两，最终判斩监候。⑤ 在滇铜未兴的康熙朝，盐税是云南财政支柱，张霖搅乱盐

市、破坏 “勿生事端”国策，故遭严惩。

以上两案表明：中央对滇吏治的容忍度取决于是否动摇统治根基———触及权力安全或经济命脉者必

遭严惩。在蔡毓荣、张霖两起案件中，前者表面上只是一起普通的官员违例贪墨，实则隐含着蔡毓荣与

吴三桂势力之间有所牵连，这严重危害了清廷的统治合法性以及中央在云南的权威；而后者事关盐业，

这触碰到清代重要的经济支柱，直接影响了清廷对边疆经济的管控。

从时间上看，蔡、张二案分列圣祖统治的前后两端，虽然都表现为官员贪腐，但两者的性质存在本

质区别。清廷对蔡毓荣一案的处理，其实是平定三藩的延续，旨在彻底清除吴三桂集团在云南的影响，

昭示出清廷对边疆权力核心的重构意志。此案同时暴露出清初云南吏治的脆弱性———蔡毓荣身为云南总

督，竟然纳吴三桂孙女为妾，足见清廷缺乏对封疆大吏的监管手段。而２０年后的张霖案则彰显制度性腐
败的兴起：随着内地制度嫁接到云南，官场的腐败之风与弊政也一并产生，这本质上是云南与内地一体

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制度漏洞。

康熙年间，正值三藩之乱后云南社会重建、内地制度逐步移入的关键转型阶段。清廷预设的地方管

理架构与滇省的现实情况之间尚且存在着许多不相合之处。此时清廷对云南的态度，既有 “稳定”要求

下的严谨，亦表现出百废待兴中的分身乏术。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以封建官僚为核心构成的

流官群体开始全面嵌入滇省的地方治理活动。然而此时的云南尚未完成与内地的深度整合，依然残存着

自古以来的边疆治理惯性，以及地理隔绝导致的信息迟滞。这些客观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时期云南吏治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清圣祖实录：卷１８８（康熙三十七年四月乙巳）［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清圣祖实录：卷１２８（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午）［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据载：“兵部右侍郎蔡毓

荣，在云南时，侵吞逆藩吴三桂入官家财人口，因伊奉差云南，恐至发露，送银八百余两。蔡毓荣之子蔡琳在京时，

亦曾送银一百两。”

吴氏系吴三桂嫡孙女。据载：“蔡毓荣藏匿吴逆嫡孙女，郭壮图之媳，占据为妾……给侍卫纳尔泰八百两，

及恢复云南城，得金二百两，银八千两，将应入官之吴氏为妾，俱实。”清圣祖实录：卷１２８（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
庚午）［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清圣祖实录：卷１２９（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庚戌）［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清圣祖实录：卷２２２（康熙四十四年八月癸卯）［Ｍ］．北京：中华书局局，１９８５．据载：“刑部等衙门议覆吏

部尚书管理直隶巡抚事李光地疏……云南布政使张霖，假称圣旨，贩卖私盐，得银一百六十一万七千八百两有奇。又

纵子张瞷、张坦骄谣不法，肆行无忌。应将张霖拟斩立决，家产入官。张瞷、张坦等杖责折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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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序的结构性诱因，为政风的废弛和官员的腐化提供了条件。

清初顺治至康熙前期云南的吏治建设，是清廷在特殊边疆环境下应对复杂治理挑战时，边疆治理需

求与吏治实践深刻互动、彼此形塑的产物。清初治理云南的曲折历程和吏治问题的渐次凸显，展现出清

初边疆治理目标驱动吏治制度的调适，而吏治的废弛又对边疆治理的成效构成反作用。两者共同揭示了

边疆场域下国家治理的结构性矛盾。

顺康时期针对云南治理而做出的选官制度调整，实际上是应对现实需求的临时性、实验性措施，缺

乏长期规划。这些措施虽然能在短时间内缓解用人之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尚未成熟的边疆选官体系

产生冲击，导致官员素质参差不齐，边疆治理能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同时，在将内地制度移植到云南

的过程中，边疆特有的地理疏隔与监督困难，与制度固有缺陷 （如俸禄微薄，仕进艰难等）交织，纵容

了系统性腐败的蔓延，监督缺位在边疆环境下尤显严峻。

清廷这种需求与执行、目标与结果间的矛盾，最终指向边疆治理的核心困境：当清廷将云南定位为

“勿生事端”的维稳前哨，治理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区域内的统治稳定，这必然会限制吏治建设的基本逻

辑。应急政策因缺乏与边疆治理复杂性相匹配的配套机制而必然失效，局部调整在结构性痼疾与治理目

标的束缚下，难以改变整体性的吏治困境。例如西选体制下的区域性腐败，便是其中的典型范例。① 其结

果就是，清初云南吏治呈现出在边疆治理需求主导下形成的脆弱平衡———表层依赖军功集团的威权勉力

维系相对稳定的假象，深层则因吏治失序而潜藏着官僚腐败侵蚀边疆政治生态的现实。这实际上是清初

边疆治理与吏治之间的互动失序导致的必然结果。

清廷以大量输送流官的形式，对新复地区施行有效统治。流官群体配合驻军系统使得清廷对云南的

治理体系得以运行。清廷采用流官系统将国家治理的前端切入到以土司为主要势力的边疆民族地区，以

渐进式的治理模式缓慢调整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的制度差异。流官对边远地区的治理，逐步树立起清廷

在边疆地区的 “国家存在”标识，在制度层面奠定了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基石。与此同时，清廷对

吏治的整顿也在一定程度上将流官群体收拢在中央管辖之下，使得中央对云南的治理得以保持正向且有

效的状态，云南由此始终保持在与中央的稳定联系之中。清初治理云南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区域稳定，为

实现这一目标，清廷需不断调整改善云南的吏治生态。顺康两代在吏治方面的不断尝试，是雍正时期对

云南进一步整合的重要前提之一。

二、雍正时期 “大一统”理念下的区域整合与吏治调整

经过顺康两代数十年的经营与铺垫，云南边疆的治理格局已非清初可比。至雍正朝，随着清廷国力

日盛、中央集权空前强化，“大一统”理念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诉求。云南作为西南边陲，其治理模式亟

须从顺康时期的维稳阶段，向更深层次的整合与内地化转型。这一深刻的治理模式调适过程，核心在于

通过 “改土归流”削弱乃至彻底瓦解阻碍中央政令实施的土司势力，同时辅以吏治的整饬，以流官为执

行主体，将王朝的统治意志与经济文化体系全面深入地植入边疆社会。吏治的能效直接决定了这场治理

模式转型的深度与成败。

顺康时期，面对云南新复、人心未定、百废待兴的复杂局面，清廷采取了相对审慎的策略，基本沿

袭明代旧制，承认土司地位，强调 “因地制宜，少生事端”，以恢复秩序、稳固统治为首要目标。如世祖

曾忧虑：

　　　湖南、两广地方，虽渐底定，滇黔阻远，尚未归诚。朕将以文德绥怀，不与勤兵黩武，而远人未
喻朕心，时复蠢动，若全恃兵威，恐玉石俱焚。②

这反映了早期统治者对武力强制推行内地模式的顾虑。云贵总督蔡毓荣在康熙年间也认识到解决土司问

·９６·

①

②

史载：“平西勋庄棋布，管庄员役，尽属财狼，杀人夺货，全无畏忌，讼牒、命盗两案，甲兵居其大半，有

司不敢问；又勒平民为余丁，不从，则曰 ‘是我逃人也’。”刘健．庭闻录·开藩专制 ［Ａ］．云南史料丛刊：第８卷
［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４０４．

清世祖实录；卷７５（顺治十年五月庚寅）［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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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重要性，他认为治滇需 “先治土人”，因为土司 “如鹰之久扬而初附也”①。他建议 “亟宜请旨追夺

武衔”以 “夺其嚣凌之气”，同时辅以严法度、移风俗、明奖惩手段来治理土司。但总体来看，这些措施

并未触及土司势力赖以生存的核心———土地控制权与人口支配权。②

经历康雍之际的持续移民垦殖、经济恢复与文化渗透，云南腹心地区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已与内

地趋同。同时，持续的元明以来汉族移民浪潮，深刻改变了云南的人口构成与社会生态。尤其是康熙朝

推行垦荒，实施 “三年起科，给予印票，以为永业”③ 的政策后，移民规模进一步扩大，带来了内地的农

耕技术、社会组织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这使得云南腹地与边远土司辖地之间的制度落差与社会差异日

益凸显。土司制度作为前朝遗存的生产力落后区域，其世袭性、封闭性与地方割据性，不仅阻碍了中央

政令的统一实施和赋税的足额征收，更与世宗追求的 “华夷一体”的 “大一统”国家格格不入。世宗在

谕旨中明确指出：

　　　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臣悉子罔敢越志者也……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之
一，其处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④

世宗既称 “大一统之在我朝”，这标志着清廷对云南的治理目标，已从顺康时期 “安靖绥怀”的羁縻模式

升级为彻底整合开发的内地化模式，实现云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与中原的全方位一体化。这种治理

模式的重大调适，核心方法便是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雍正四年 （１７２６年）九月，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呈 《改土归流疏》：

　　　为翦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事。窃以苗猓逞凶，皆由土司，土司肆虐，并无官
法。恃有土官土目之名，行其相杀相之计，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翦除

者也。⑤

这份奏疏系统阐述了推行改土归流的必要性与策略。内容直指土司制度的双重危害：其一，社会秩序层

面，“土司肆虐，并无官法”，这造成了社会动荡和汉夷冲突的根源；其二，国家治理与经济层面，土司

私匿土赋，数量不可胜计，⑥ 对国家赋税和地方生产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所以鄂尔泰明确提出，改土

归流的目的在于翦除土司以掌控当地田赋。这清晰表明，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既是国家权力向边疆地区

延伸的政治行为，也是重构边疆经济秩序，将土地与人口纳入国家直接掌控的经济行为。这与顺康时期

仅着眼于维稳的做法存在本质区别。⑦

改土归流的实施过程，深度依赖流官群体。清丈土地、编户齐民、设置行政机构、推行文教、安抚

夷众等关键任务，皆需流官亲临一线执行。这便对云南的官员和吏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然而，雍正初年的云南吏治，面临两大亟须整饬的积弊，直接制约着治理模式转型的推进。首先是

“公件银两”这一陋规问题。此制最初源于地方办公经费与官员低俸的缺口。清初因财政困难，地方官府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蔡毓荣．筹滇十疏·制土人 ［Ａ］．云南史料丛刊：第８卷 ［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４２５．
据载：“滇省汉土交错，最称难治。治滇省者，先治土人，土人安而滇人不足治矣；然非姑结之以恩而能安，

亦非聚加之以威之所得治也。”蔡毓荣．筹滇十疏·制土人 ［Ａ］．云南史料丛刊：第８卷 ［Ｍ］．昆明：云南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２：４２５．

清圣祖实录：卷１（顺治十八年二月乙未）［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清世宗实录：卷８６（雍正七年九月癸未）［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鄂尔泰．改土归流疏 ［Ａ］．皇朝经世文编：卷１７（兵政十七·蛮防上） ［Ｍ］．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６：

３０９６．
据载：“每岁额征米一百石，今每岁应纳米一千二百一十二石零，每岁额征银三十六两，今每岁应纳银二千

三百四十八两零，是其征之私橐者，不啻百数十倍。而输之仓库者，十不及一二，百不及二三，由此类推，又何可胜

计。”鄂尔泰．改土归流疏 ［Ａ］．皇朝经世文编：卷 １７（兵政十七·蛮防上） ［Ｍ］．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６：
３０９６３０９７．

顺康时期对清廷土司的态度以绥靖羁縻为主。据载：“（土司）该管地方，仍令照旧料理输纳钱粮，一切逆寇

苛派，悉与蠲除。”参见：王弘祚．滇南十义疏 ［Ａ］．云南史料丛刊：第８卷 ［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３８６．



孙　骁，等：清前期云南吏治与边疆治理的互动机制研究 边疆治理研究

日常运作、夫马差役及部分公务开支常无固定经费来源，只能依赖向民间摊派。顺康时期，这种摊派往

往由地方头人经手，逐级演变为层层加码、中饱私囊的弊政。鄂尔泰痛陈其弊：

　　　从前各府、州、县薪水日用以及夫马并一切公事，俱派民间办应，官派一分，衙役数倍之，地方
乡保又数倍之，群蠹分肥，每年私派不下三四十万，小民困苦异常。此滇省向来之陋规也。①

财政缺口的长期存在，是导致向民间任意摊派的主因。康熙末年，云南巡抚杨名时到任后曾试图改革，

在昆明县革除头人，② 按粮均摊，将民粮摊派额降至每石四钱、屯粮每石二钱，一定程度减轻了负担③。

但这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官员俸禄过低与地方经费无着，只是将暗地里的无度勒索转变为明面上相对

固定的摊派，即所谓 “公件银两”。

至雍正初年，高其倬继任云贵总督，他在推行改土归流的同时，也着力整顿此弊。他发现各地在申

报公件数额时普遍存在造假：

　　　州县开单之时，未尽据实，或有杂税出息，以足以养廉，不行尽数开出者；或有将数目浮开，预
留裁减之地者。再各员居心做官，人各不同，谨慎遵守固多，阳奉阴违者亦有。④

对这一现象，高其倬的解决方案是强化监察。对多征派者予以严惩，对浮报者则予以裁减，最终将公件

银两数额定制化、透明化，使其成为虽不合理但相对可控的地方财政补充来源，这一方案最终也得到了

世宗的首肯。总体来看，世宗对此类陋规的态度相对务实，在俸禄制度未能根本改革前，允许其有限存

在以维持行政运转。

杨名时、高其倬的改革虽未能根除陋规，但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其恶性发展，缓和了官民矛盾，为

改土归流这一政策的推行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避免因过度盘剥而激化民变，是雍正朝吏治

整饬中具有现实意义的一环。

其次是流官群体在执行改土归流过程中的吏风与施政策略问题。改土归流的核心环节———清丈土司

隐匿土地，直接触及地方势力的根本利益，极易引发官民之间的激烈对抗。而新派驻的流官，或因急于

建功，或因能力不足、作风粗暴，往往成为矛盾的引爆点。

威远同知刘洪度的遭遇便是典型。鄂尔泰命令其清丈土地。刘洪度上任后，限令三月为期，清丈全

部土地，逾期未上报则入官变卖。这一激进要求在当地酝酿起了反抗情绪。同时，刘洪度个人道德操守

也存在严重问题，⑤ 由于他急功近利、贪酷苛索的行为，最终酿成了镇沅府民众暴动，他本人也在动乱中

被杀⑥。

大关通判刘镇宝在清丈时同样苛刻，甚至在执政期间 “苛刻为能”，最终同样引发了乌蒙地区的土民

暴乱。土人擒住刘镇宝时对其质问：“田地皆吾世业，汝何见而丈量之？折罚之？”⑦ 最终刘镇宝被土人刑

杀。世宗在得知刘洪度、刘镇宝等人的事件后，虽斥责了这些官员执政不当，但也清醒认识到问题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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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酌均公件耗羡以昭画一摺 ［Ａ］．雍正朝汉文朱批汇编：第１０册 ［Ｍ］．南京：江苏古籍
出版社，１９８９：７８０．

云南巡抚杨名时奏陈禁革规礼羡余加派等项事宜摺 ［Ａ］．雍正朝汉文朱批汇编：第１册 ［Ｍ］．南京：江苏
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６２３．杨名时在奏疏中称：“昆明县向设五塘，佥立头人，一应公事，按粮派银，每石至三、四两
不等。”

云南巡抚杨名时奏陈禁革规礼羡余加派等项事宜摺 ［Ａ］．雍正朝汉文朱批汇编：第１册 ［Ｍ］．南京：江苏
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６２３．

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查禁云南公件以减民累摺 ［Ａ］．雍正朝汉文朱批汇编：第２册 ［Ｍ］．南京：江苏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９：１．

倪蜕，著．滇云历年传：卷１２［Ｍ］．李埏，校点．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５９２．据载：“洪度不修
廉隅，不饬仆隶，暴虐夷庶。甚至沿路索夫，兼要折贴水火夫供应，上下先纳班钱，背送薪炭菜蔬，亦有费用。”

滇云历年传；卷１２［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５９２５９３．此段文献将暴动时间记做雍正六年正月，
据鄂尔泰奏折等资料可知为雍正四年之误。

滇云历年传：卷１２［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６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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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在于 “委用得人”。① 这充分说明，在治理模式剧烈转型期，吏治的核心诉求不仅是 “能”，更在于

“廉”且 “仁”，换言之，真正得力的官员，需要具备在复杂边疆环境中妥善处理矛盾、争取民心的治理

能力。

与刘洪度、刘镇宝等人形成对比的是恩乐知县宫尔劝的成功案例。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年），者乐甸长官
司改流，置恩乐县。宫尔劝接掌恩乐，“厘定钱粮，较初办善后章程减十之五六”②，大幅减轻赋税负担，

随后 “创建城郭官庙，分田均赋，立学校，置义馆，一洗前陋，与民更始”③。宫尔劝通过轻徭薄赋、兴

办文教、改善民生等怀柔举措，有效化解了土人的抵触情绪，赢得了民心，当地的社会秩序也在他的治

理下迅速恢复稳定，改土归流在恩乐得以顺利完成。

上述正反案例深刻揭示，在雍正朝推行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流官的廉洁程度与其实际施政能力，直

接决定了地方权力结构重组能否实现平稳过渡。针对这一关键环节，雍正朝的吏治整饬，除广为人知的

“耗羡归公”等全国性官员养廉政策外，还包含着一条较少被关注但至关重要的路径：着力选拔并培育如

恩乐知县宫尔劝这类熟悉边疆民情且操守清廉的 “循良”官吏。此举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引入兼具能力

与德行的基层治理者，有效弥补单纯依赖武力实施改土归流的局限，避免类似刘洪度式的悲剧重演，从

而切实保障边疆治理模式向深度内地化转型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种对 “循良吏治”的重视与实践，

是雍正朝针对云南等特殊边疆区域治理困境提出的重要解决方案。

总体来看，雍正朝对云南的治理模式调适取得了显著成效。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极大地压缩了土司的

生存空间，将中央的行政网络延伸至前朝难以企及的边疆末梢。通过清丈土地、改革赋税、兴办文教等

一系列举措，云南在政治架构、经济制度、文化形态上加速向内地靠拢。清前期流官对铜矿、盐井的大

力开发，使得云南资源开始成为连接云南与中央经济命脉的重要纽带，提升了云南在国家经济格局中的

地位。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云南的战略价值从顺康时期的 “安定开发的边陲”跃升为 “国家整合开发的

关键区域”。流官的角色也随之深化，从清初的 “才力堪用”者和补 “烟瘴缺”者，转变为雍正时期国家

政略的执行者和云南边疆社会深度整合的实施者。

吏治整饬贯穿于雍正朝边疆治理模式调适的全过程。它既是保障改土归流等核心政策顺利实施的关

键支撑，也是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内容。吏治的需求推动了治理策略的细化，典型范例除 “耗羡归公”

外，还有选拔循良官吏等；而治理模式的转型，又对吏治提出了更高要求并重塑了治吏标准。两者形成

了紧密的双向互动。雍正朝在云南的实践，探索出一条有别于传统羁縻的边疆治理新路径：以流官跟进

为枢纽，通过政治整合、经济开发、文化传播３种路径，逐步实现了边疆与内地的深度一体化。这种模式
的成功，高度依赖于对吏治的有效整饬与合理运用。

然而，雍正朝的吏治整饬也存在局限。其对陋规的容忍与有限规范化，虽是基于现实的权宜之计，

但也为日后更大规模的系统性腐败埋下了伏笔。随着云南深度融入全国体系，特别是乾隆时期滇铜、滇

盐经济的繁荣，流官群体将逐渐暴露在更庞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全国性的吏治痼疾将在云南找到新的滋

生土壤。雍正朝通过吏治整饬推动的边疆治理模式调适，为云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整合与开发，但也无

意中为其后乾隆朝面临的、与内地同质化的结构性吏治腐败困境拉开了序幕。这正体现了边疆治理与吏

治互动关系的复杂性与长期性。

三、乾隆时期边疆开发背景下的吏治废弛与治理能效演变

雍正朝的改土归流与吏治整饬，将云南从边陲改造为深度融入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内地化省份。至

乾隆朝，清廷对云南的治理重心已由制度重构逐步转向经济开发，并意图长期维持稳定局面。大规模改

·２７·

①

②
③

云南总督鄂尔泰等奏报彝猓不法实情相机剿抚摺 ［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９册 ［Ｍ］．南京：江
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６５．此内容为原摺中世宗朱批原文。

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１８１（疆臣三十三·宫尔劝）［Ｍ］．台北：明文书局，１９８４：４３１．
阮元，伊里布，等，编修．（道光）云南通志稿：卷１３２（秩官志六·循吏下） ［Ｍ］．道光十五年 （１８３５）

刻本：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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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归流后确立的流官体系已覆盖全省大部分区域，滇铜、滇盐产业的勃兴更使云南成为支撑国家财政与

经济命脉的关键区域。云南的政治定位，也从雍正时期的重要边政区域转变为关键资源区域。高宗视云

南为 “事简之地”① 的表象下，实则蕴含着对资源稳定输出与边疆长治久安的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吏

治的核心诉求聚焦于 “贤”与 “能”两个方面———官员既需操守廉洁以维系朝廷的威信与地方民心，更

需具备足够的治理能力以保障铜盐生产、赋税征收，并保证边疆多民族社会的稳定运行。然而，伴随着

边疆治理模式向内地化转型的完成与经济利益空间开始迅速扩大，王朝国家时期吏治系统固有的结构性

缺陷开始凸显，最终导致乾隆中后期云南吏治的急剧废弛，影响了清廷在云南地区的边疆治理能效。

清廷在云南的治理框架建立于顺康雍三代逐步确立的行政制度之上，经过清初的秩序重构与雍正时

期大规模推行的改土归流，云南与内地的一体化程度得到极大深化。乾隆时期是清廷治理云南的又一关

键阶段。在承继前代治理举措的同时，流官群体持续深入边疆地区，在云南一省之内形成治理网络；中

央行政制度在云南进一步开拓与落地，形成以总督、巡抚为核心，下设府、厅、州、县等行政管理层级，

确保政令在云南地区的稳步推行，流官体系在云南实现全覆盖。同时，督抚作为此结构的核心部分，身

负监督吏员之职，依靠密折制度，中央与地方形成有效联系与互动，监察制度进一步完善，并深刻参与

到云南一省的日常行政工作当中。辅以京察、大计等官员常规监管措施，云南一省的官员监察体系获得

完善与发展。此体系为中央对云南地方吏治情况的监察、干预、矫正提供可行路径。在此过程中，官员

的个人素质成为选官与考核的重要指标，在具体审核过程中被多次提及。“贤能”是清廷考察云南官吏的

重要标准。这一标准其实涵盖两个方面。为官秉持廉洁，品行良好，才能称 “贤”；在任有所作为，对政

务处理得当，方可称 “能”。乾隆朝的云南巡抚爱必达对此有过议论：

　　　属员贤否，关吏治之振弛，系民生之休戚。滇省僻在天末，在在夷疆，宁辑绥怀，尤须得人
而理。②

这清晰地表明，官员素质直接关乎边疆治理的成效。云南汉夷杂处、地缘复杂的自然情况，使得官员的

选拔与管理变得尤为重要。在管理层面，爱必达提出督抚须 “首以察吏为重，多为整饬，凡大小各官政

绩，平日逐渐留心考核，并于因公接见时观察其言论，察其心地，以验才情之优绌，内念之诚伪”③。这

就要求督抚将考察官员品行能力的行为提前，实际上是强化日常监督的一种构想。

爱必达的这一构想，反映出清廷试图在常规 “大计”之外，依靠督抚的能动性来弥补制度疏漏，从

而达到肃清吏治的效果。高宗本人亦曾多次重申此意———如乾隆朝后期，高宗即谕令：

　　　各省总督：每年将该省提督是否胜任，及总兵能否整饬营伍、防范地方之处，据实密奏一次。其
两司、道府贤否，亦著各该督抚每年奏陈一次。④

频繁考核的指令，既是对 “贤能”标准的反复确认，也透露出中央对云南吏治状况渐趋恶化的隐忧与试

图强化管控的努力。

此外，经济开发成为此阶段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除扶助农耕、兴修水利等常规经济开发措施

之外，铜业、盐业逐渐成为重要组成部分。滇铜一度成为国家铸币原料的主要来源，并由此形成 “滇铜

京运”体系。随着与内地经济互动关系的逐渐加强，云南的社会面貌产生了新变化，社会发展水平整体

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资源开发促使财政收入增加，使得各级官员经手钱粮物资的机会增多，贪腐情况

逐渐严峻，并最终由官员监察系统上传至清廷。本该监管流官的地方督抚，反而成了贪腐的实践者：自

乾隆十五年 （１７５０年）以来，滇省疆臣贪腐案频发，先后有图尔炳阿案、恒文案、钱度案、彰宝案以及

·３７·

①
②

③

④

清高宗实录：卷１５１（乾隆六年九月辛卯）［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云南巡抚爱必达奏为敬陈滇属官评摺 ［Ａ］．邹建达，唐丽娟，主编．清前期云南督抚边疆事务奏疏汇编：

第３册 ［Ｍ］．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９０８．
云南巡抚爱必达奏为敬陈滇属官评摺 ［Ａ］．邹建达，唐丽娟，主编．清前期云南督抚边疆事务奏疏汇编：

第３册 ［Ｍ］．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９０８．
云贵总督富纲奏为密陈滇黔两省提镇司道知府贤否摺 ［Ａ］．邹建达，唐丽娟，主编．清前期云南督抚边疆

事务奏疏汇编：第６册 ［Ｍ］．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２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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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侍尧案。各案件所涉规模之大、手段之繁、牵连之广，深刻暴露了边疆治理内地化后吏治所面临的深

重危机。

清廷对吏治问题的重视及完善的官员监察体系，对乾隆时期云南官员治理发挥了关键作用。奏折体

系使得流官群体与中央能够保持长期且有效的联系，发生于乾隆三十七年 （１７７２年）的云南布政使钱度
贪腐案便是经此体系呈现于高宗面前。① 随着云南与内地的一体化程度加深，全国范围内的制度性贪腐问题

也在云南开始出现，国家监察体系与官员腐败现象之间形成长期博弈。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日益严峻的贪腐

形势中，官员监察体系并未就此失灵，而是依然在边疆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滇系·事略》载：

　　　三十五年……军兴后运米、运军装夫马浩繁，无不踊跃从事，然各衙门之丁友胥役浮派冒销，反
得拥赀自雄，滇之民则富者贫而贫者逃。至是，经略面谕以 “奏明圣上，再不动兵”之语，闻者无不

额手称庆云。②

此时段，国家对于贪腐案件大多持严肃处理态度：

　　　凡官吏因枉法不枉法事受财者，计赃科断，无禄人各减一等。官迫夺除名，吏罢役，赃止一两俱
不叙用。③

清廷对乾隆时期云南督抚贪腐案件的处理中，此种态度得到延续。此时段督抚一级贪腐案件共５起，涉及
６人，全部革职查办。最终处死２人，流放１人，１人获刑后卒于狱中。④ 惩治力度可见一斑。此类贪腐问
题的滋生与暴露，本身即处于既有监察机制的覆盖范围之内，或由官员弹劾、或由吏员揭发，亦或者由

皇帝本人发现矛盾之处，最终启动相关调查程序。由此可知，官员治理体系在云南一省的贪腐问题中依

然保持相当的反应能力，其机能并非瘫痪。

需要承认的是，在普遍的贪腐现象之下，国家对边疆的治理能效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官员贪腐的影响。

高宗虽屡申 “贤能”之令、频施考核之举，然而面对根植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痼疾，其整饬终显乏力。

吏治的废弛，不仅损耗了滇铜、盐利等经济利益，给改土归流带来了负面影响，更在底层侵蚀着边疆民

众对朝廷的认同，最终导致边疆治理能效伴随全国吏治的衰败而同步衰减，为嘉庆、道光时期以后的边

疆危机埋下伏笔。乾隆后期官员懈惰，边防废弛，政令不申，终在嘉庆二年 （１７９７年）引发蒙化、太和
等地民变：

　　　三月之二十三四日，蒙化、太和、邓川……等处以压盐致变，缚官亲、门丁、蠹书、凶役及本地
绅衿之为害者，挖眼折足，或竟投之积薪中，惨不可言。⑤

两年后剑川县亦因胥吏勒索暴动：

　　　 （维西力些）藤
!

知医药，所治病既愈，只博酒食却钱币，诸夷咸相亲爱，驻防某千总吓

以……，得赂方止，已非一次。继之者大有所欲，诱而系之空室，于是夷众怒，持械劫之去。⑥

上述案件表明，官员系统的普遍贪腐已对地方秩序的维持与稳定产生严重影响，使得边疆治理能效出现

短暂衰退迹象。

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此时段治理能效的评估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从清前期对云南的整体治理举

措来看，乾隆时期的云南社会总体上处于由国家主导的边疆开发与整合阶段。“大一统”理念深刻体现在

边疆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既体现为云南与内地一体化程度的显著深化，也表现为中央制度体系在边疆地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护贵州巡抚图思德奏报获解彭理幕友周若金并截获钱度家人及护送金玉器等物摺 ［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
案选编：第１册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２２３．

师范．滇系：卷３（事略）［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５４５５．
沈之奇．大清律集解附例：卷２３［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８４９．
此数字据 《旧典备征》统计，并结合 《清史稿》《清实录》、清代档案文献记录映证。５起案件涉案官员分别

为云南巡抚图尔炳阿、云贵总督恒文、云南巡抚郭一裕，云南布政使钱度、云贵总督彰宝、云贵总督李侍尧。详见：

朱彭寿，辑．旧典备征：卷五 （大臣罹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１２１１２６．
师范．滇系：卷３（事略）［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５８．
师范．滇系：卷３（事略）［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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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系统性完善———吏治整饬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时期官员腐败案件的频发，实际上反映出

双重历史内涵：第一，传统王朝国家时期的吏治痼疾，已经随着边疆与中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向西南边

疆地区蔓延，成为这一时期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挑战；第二，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流官制度在西南边疆

被广泛采用，在面对地方吏治失序的局面时，监察体系和司法机制展现出积极有效的纠错能力，贪腐案

件能够被及时发现并惩处，恰恰印证了中央政权整饬边疆吏治的决心和能力。

整体来看，雍乾时期伴随流官体系在云南一省的逐渐展开与深化，土地开垦活动一以贯之，矿产资

源也得到系统性开发，并与内地形成强固且频繁的经济互动关系。外来移民大规模涌入，伴随文教事业

的逐步发展，云南一省的耕地面积、人口规模、文化发展均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① 改土归流举措在拓展

流官管辖区域的同时，亦使得当地的社会结构与面貌发生深刻改变，夷汉杂居的局面推进了各民族之间

的交往交流交融，云南与内地的一体化程度显著加深。贪腐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固然在这一进程中造成了

短暂震荡，使得云南社会的发展趋势呈现出曲折反复状态，但这一现象并未对清廷在云南的开发与治理

造成根本影响。因此，在对贪腐问题有所批评的同时，应当承认清廷治理云南的整体成效。清代对 “大

一统”思想的实践，使云南深刻嵌入国家体系，成为清代吏治与边疆治理互动的现实例证。

四、结　语
从中时段的历史时间来看，清前期恰处于中国迈入 “１８世纪”② 的关键时期。清廷在云南推行的系

统治理与一体化进程，无疑是 “中国历史中的１８世纪”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组成部分。自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年）始，清廷开始不间断地向云南派遣流官，逐步取代地方土司成为滇省治理体系的核心力量，并
依托官僚体系对云南的治理结构与社会形态进行深度改革。具体而言，这一互动过程的演变在顺康、雍

乾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首先是顺康时期。鉴于稳定边疆的现实需求，清廷以 “就近补员”与 “不拘咨次”等临时手段应对

边疆治理乏人的困境。而系列临时政策引起的吏员素质不一、官员投机等问题亦间接导致边疆治理能效

的下降。此时段的应对措施大多不具备长效性，而边疆官缺制度的落地，则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顺康

时期在云南职官制度上的调整，在满足 “稳定滇省”需求的同时，亦使得国家治理体系向更为边远的边

疆地区深入，内地制度与文化体系得以进一步铺陈展开。

雍乾时期，清廷对云南更深层次的区域整合活动以顺康时期的制度建设为基础，通过改土归流推动

云南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快速发展，官员素质与能力成为这一时期影响边疆治理成败的重要因素。世宗

在陋规问题上的妥协态度，为此后云南的系统性腐败埋下伏笔。至乾隆时期，边疆治理内地化的完成与

经济利益扩张，致使云南吏治陷入全国性痼疾。随着流官体系全覆盖，以及铜业、盐业成为重要资源命

脉，吏治诉求聚焦于维系 “贤能”以保障地方资源获取。虽然监督失效、俸禄缺陷与官场生态恶化等因

素引发了云南吏治的危机，但是国家监察体系和司法机制仍在发挥应有作用，在对吏治进行整饬的同时，

·５７·

①

②

李中清，著．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１２５０—１８５０［Ｍ］．林文勋，秦树才，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３２３．

学界关于 “十八世纪的中国”这一概念的讨论成果颇丰。戴逸指出：“直到１８世纪，当时正处在清朝的康雍
乾盛世，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大巩固。”详见：戴逸．１８世纪的中国与
世界·导言卷 ［Ｍ］．沈阳：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８：４．但是一些西方学者对于 “十八世纪的中国”有不同的认识，如韩

书瑞 （ＳｕｓａｎＮａｑｕｉｎ）指出，“１８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满族军队巩固了亚洲腹地边疆地区
的控制，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与征服扩张同步进行的是国内向边疆地区的移民，这造成了主要民族与少

数民族长久的冲突，并要求采取新的措施以实现统一。”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 ［Ｍ］．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２．韩书瑞的观点主要倾向于阐述清廷的武力开拓和移民活动造成了边疆地区的区域冲突；而本文的
研究内容则可以证明，清前期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带来的主要影响并非 “冲突”，而是政治文化的全面一体化。综合而

言，“十八世纪中国”这一概念可大致总结为：清前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治理体系稳步运转的的 “盛世”。

而这一概念在边疆视阈下可做具体进一步引申阐释，即：以 “大一统”观念为基础，经过统一系统治理后，边疆呈现

出与中原一体化的区域社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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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治理能效的持续上升，云南社会总体上仍然处在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中，经济、文化和社会均有

显著发展。

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整体性特征。① 清前期，云南作为一个边疆省份，在一定阶段内具有边疆特性，

因而清廷对滇省的治理过程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在认识边疆历史时，仅看到边疆的特殊性以及

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不够的，还应看到边疆与中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就边疆治理而言，清廷对云南治理模式的调整，本质上是对 “大一统”观念的贯彻，这既是各民族文化

交融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② 清廷在云南逐步推行内地制度，在实现政治制度一体化的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与中原地区相似的吏治问题。这同时也充分说明，清前期吏治与边疆治理的演进具

有正向关联。

这一演变过程印证出：清前期边疆治理的深化，成功推进了云南与中原政治文化的一体化进程；而

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内地官僚体制积弊在边疆地区的扩散，继而导致滇省的吏治危机。这种

由制度一体化所引发的边疆吏治危机并非云南所独有，而是清代边疆开发与制度整合过程中面临的普遍

性治理困境。值得关注的是，清廷在这一阶段始终着力于通过优化流官选任、强化司法审判等措施，重

塑云南官场生态并整饬吏治监察。综合来看，清前期对云南的治理举措，有效推动了云南在政治体制、

经济形态和文化认同等层面与中原内地的深度整合，成为清代滇省成功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有力保障。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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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方国瑜指出：“在中国整体之内，历史发展过程存在着不平衡的情况，这种情况，以族别之间最显著。由于

各民族的民族特点和具体条件，长期以来全国各民族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各族之间虽然有差别性，也有一致

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以差别性而分离，乃以一致性的共同要求而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参见：方国瑜．论中
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Ａ］．方国瑜文集：第一辑 ［Ｍ］．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３．

方国瑜指出：“在中国历史整体之内，共同的利益要求是根本的，起着决定作用的。因此，趋向结合历史的

整体性，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加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见：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Ａ］．
方国瑜文集：第一辑 ［Ｍ］．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３．


